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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处理

林鸿潮 王一然

【摘  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贿赂所得利益的处理形成了以财

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划分为基础的二元处理机制，包括对财产性利

益的没收和对非财产性利益的撤销。其中，对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处理

规则因简单延续刑法路径而存在部分失衡，该规则对贿赂所得利益的合

法性判断存在片面性，有关行政撤销的利益衡量则因只考虑善意相对人

而有绝对化之嫌。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认定需要同时考虑手段违法性和

利益违法性，区分对违法利益的追缴和对违法行为的惩戒两种制度。在

此基础上，还应优化在违法利益处理中的利益衡量范式，综合考虑相对

人的主观过错、生存照顾需求、利益可剥离性和撤销期间等因素具体确

定处理范围，在个案中努力调和各方利益，实现实质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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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贿赂所得的追缴和纠正，有助于全面修复因贿赂行为造成的利益

不当分配，降低行贿获益预期，提升对潜在行贿行为的预防效果。在贿赂所

得利益中，行政利益占很大比重，它既包括外部行为人贿赂公职人员对外做

出行政活动而获得的外部行政利益，也包括内部工作人员通过贿赂获得的人

事、荣誉、奖励等内部行政利益。后者属于公权力机关的内部管理范畴，基

于机关对内部工作人员的特殊支配关系，较易得出对贿赂所得内部行政利益

应予以剥夺的结论。笔者主要讨论贿赂所得外部行政利益的剥夺和追缴问题。

对贿赂所得利益的处理总体上被认为是一个刑法问题，并形成了以财产

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二元划分为基础的处理机制。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

研究主要聚焦财产性利益的没收与追缴，较少关注非财产性利益，认为对非

财产性利益的处置移交有权机关处理即可，相关研究对此往往一笔带过，未

展开探讨。A但贿赂所得行政利益以行政活动为载体，在形态上具有复合性，

往往无法被简单归为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例如，一些利益看似表现

为行政机关的财产性给付，但同时具有资格、机会的属性。因此，刑法上财

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的二元划分路径虽有参考价值，但不能为行政利益的处

理提供完备的指引。

行政法也未系统规定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处置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 28 条规定了对行政违法所得的处理，

但此处的违法所得仅指“款项”，即财产性利益，并未包含非财产性利益。而

且就财产性利益而言，行政违法所得强调的是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

获得不被法律允许的利益，其手段违法性和所得利益违法性具有一致性。而

在贿赂所得行政利益中，行贿人只有借助行政机关做出相应行政行为才能实

现目的，此时不仅涉及行贿人的违法行为，而且涉及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对此，行政机关既可能做出违法行政行为并产生违法利益，也可能做出合法

行政行为并产生合法利益，即相对人手段的违法性和所得利益的违法性未必

一致。因此，该规定只能为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处理提供部分指导。就非财

产性利益而言，相关规定和研究主要见于行政撤销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A  参见马春晓：《新时期行贿犯罪的治罪与治理——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分

析中心》，《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4 年第 2 期，第 86 页；黄旭巍：《论经济

犯罪所得之没收》，《法学评论》2021 年第 5 期，第 178 页；牛克乾：《违法所得没

收程序若干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

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 131 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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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对贿赂所得行政许可一律撤

销，A在司法实践中对贿赂所得其他行政利益大多参照该规则处理，学界对此

也未见异议，既有研究集中体现在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原则、适用条件和限

制因素等方面。B但稍加推敲即可发现，一律撤销的做法存在许多疑问：行

政法认定的贿赂行为在性质上是否完全等同于刑法中的贿赂犯罪？对尚未构

成犯罪的贿赂行为，其所得行政利益是否均属于违法利益？如果通过衡量各

方利益决定是否撤销违法行政行为，那么不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行贿人是否

应当被完全排除在利益衡量范围之外？这些问题都尚未得到回答。

一、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表现形式

行政利益在贿赂所得利益中占有重要比例，以行政活动为基础表现为多

种形式。对行政利益的处理首先需要分析其利益表现形式的特殊性，进而判

断现行的贿赂所得利益处理机制能否适用。

关于贿赂所得利益的表现形式，最常见的分类是以能否用货币衡量为标

准，将其分为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办

理行贿案件的解释》）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等机关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

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以下简称《一起查意见》）采用的都是这一标准。

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置程序，前者由司法机关在刑

事诉讼程序中予以没收、追缴或责令退赔，后者则由相关单位依照规定纠正。

另一种分类以是否直接获得财产性利益为标准，将贿赂所得分 为直接财产性

利益和间接财产性利益，C前者指不需要相对人实施其他行为即可直接获得的

财产性利益；后者指相对人需要利用直接获得的机会条件、资格资质等，结

 A  《行政许可法》第 69 条第 2 款规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

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

 B  参见王青斌：《行政撤销权的理论证成及其法律规制》，《法学》2021 年第 10 期，

第 42~45 页；张航：《论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期间及其适用规则》，《现代法学》
2021 年第 6 期，第 102~104 页；章剑生：《“有错必纠”的界限》，《中国法学》

2013 年第 2 期，第 168 页；谭剑：《行政行为的撤销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3~114 页。

 C  参见陈国庆、韩耀元、宋丹：《〈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理解和适用》，《人民检察》2013 年第 4 期，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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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后续的生产经营或其他行为而获得的财产性利益。对相对人直接获得的资

格资质，有学者将其称为机会性利益，即进一步获得财产性利益的机会。A

总体来看，现有的贿赂所得利益类型划分主要从刑法视角出发，以财产

性利益为主要着眼点，未能充分体现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特性。一方面，行

政利益具有复合性，难以完全归入单一的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例如，

某地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将行贿人纳入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范围，并向其违规发

放补贴资金。B行贿人得到的国家财政补贴既表现为一定金额的货币，也是

国家运用行政权做出的行政行为。对行政补贴利益的剥夺不仅是对财产性利

益的没收，而且涉及对行政给付行为的撤销。对行政补贴的剥夺不能因其外

在的财产形式而简单套用对财产性利益的处置程序，忽略对违法给付行为的

处理。然而，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更侧重对财产性利益的处置，较少涉及对非

财产性利益的处理。C另一方面，行政利益的非财产性属性更加突出。其一，

无论相对人获得的利益表现为财产性利益还是非财产性利益，均以各类行政

活动为载体。行政利益在性质上具有二重性，既以行政活动为基础，又在结

果上表现为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其二，行政利益的衍生范围既包括

间接的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间接的非财产性利益。现代行政活动日趋复杂，

一项行政任务通常由多个阶段的行为组合而成，既可能由一个行政机关通过

多个程序做出多个行政行为，也可能由多个行政机关通过多个程序做出多个

行政行为。D相对人在通过贿赂获得先行行为后，能够以此为基础申请后续

行为，而该后续行为可能才是其想要达成的最终目的。对这种间接的非财产

性利益，也应被纳入处理考虑范围。

综上，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的二分法难以对行政利益进行完整观

 A  参见曾庆云：《行贿犯罪不正当利益之剥夺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3~94 页。

 B  参见《湖南通报 7 起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问题典型案例》，https://
www.sxfj.gov.cn/jian_du_ju_bao/jian_du_bao_guang/222258007.shtml，2026 年 1 月

8 日。

 C  例如，某单位为了获得财政补贴而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法院只对行贿获得的补

贴钱款予以追缴。参见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5）丽刑初字第 066 号刑事判

决书。

 D  参见李建良：《论多阶段行政处分与多阶段行政程序之区辨——兼评最高行政法

院 96 年度判字第 1603 号判决》，台湾《“中研院”法学期刊》2011 年第 9 期，第
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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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忽视了以行政活动为载体的行政利益是动用行政权力做出具体处理的结

果。从行政利益产生的过程看，针对相对人做出的各种行政活动应当属于其

获益的组成部分，有必要单独加以提炼，并与相对人实际获取的财产性利益、

机会性利益相区别。从该视角出发，可以将贿赂所得行政利益分为行为利益

和结果利益。行为利益表现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各种行政活动，既包括行政法

律行为，也包括行政事实行为。前者的典型情形如贿赂公职人员以单位名义

做出行政许可、行政给付等决定；后者虽然不直接影响行政法律关系，但也

会产生一定的事实效果，如贿赂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违法取消检查等。在

行政活动的基础上，相对人获得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均属于结果利

益。例如，在通过贿赂得到财政补贴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给付决

定是行为利益，补贴金额则属于结果利益。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划分维度并

不意味着贿赂所得行政利益只能按照行为或结果的划分进行处置，而是应当

综合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直接利益或间接利益、行为利益或结果利

益等多个角度予以考量。

二、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现行处理规则的失衡

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现行处理规则虽总体上延续了刑法理念，但在行政

法场域下明显“水土不服”。一方面，刑法认为贿赂所得利益都属于违法利

益，而在行政法规范中，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合法性存在差别。另一方面，

刑法的处理规则并未完全考虑在贿赂情节中值得仔细衡量的各种因素，导致

对行政利益的处理存在绝对化倾向。

（一）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现行处理规则

现行的贿赂所得利益处理规则以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的划分为基

础，在这一框架下，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处理也被一分为二，体现为对财产

性利益的没收和对非财产性利益的纠正。

对贿赂所得财产性利益的处理适用刑法中的特别没收制度。《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 64 条规定了对涉案财物的特别没收，具体包括对违禁品和犯罪

工具的没收、对被害人财产的返还和对犯罪违法所得的没收。根据《办理行

贿案件的解释》的规定，贿赂所得的没收范围仅限于不正当财产性利益，其

他不正当利益只能建议有关部门处理。特别没收制度不同于刑法上的一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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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制度，后者是对犯罪人合法财产的没收，一般作为财产刑和附加刑；前者

则是将违法所得上缴国库，并不是刑罚制度，A而是一种恢复财产原状的法律

措施。B至于尚未构成犯罪的贿赂行为，也存在相应的没收违法所得制度，

主要见于《行政处罚法》。没收违法所得虽然被规定为行政处罚的种类之一，

但是其性质仍备受争议，争议的核心在于它是否具备制裁性，从而真正属于

行政处罚。C制裁性指行政机关对相对人施加的“额外之不利益效果”，D只

有当事人的利益状态因违法行为的实施而恶化时才属于制裁，如果仅使利益

恢复到违法行为实施之前的状态则不属于制裁。没收违法所得的目的在于使

任何人不得因不法行为获利，即使相对人丧失该利益，也不会导致其自身利

益状态比违法行为实施前进一步恶化，因此不属于行政处罚。E刑法对贿赂

所得不当财产性利益的特别没收和行政法对违法所得的没收都旨在阻止行为

人通过不法行为获得违法利益，以此矫正和恢复合法财产秩序。

对贿赂所得非财产性利益的处理不同于对财产性利益的没收，主要表现

为对行政活动的纠正。根据《一起查意见》的规定，对非财产性利益的处理

需要“督促相关单位依照规定通过取消、撤销、变更等措施予以纠正”，通

过完善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衔接机制，协调相关行政部门对非财产性利益

进行认定和处理。其中，对相对人所获行政利益的剥夺主要表现为行政撤销，

如《行政许可法》规定对贿赂取得的行政许可应予以撤销。然而，这些原则

性规定并未给予实践充分指导，在实践中对非财产性利益的处理呈现一定的

回避或搁置倾向。例如，申请人为违规办理农村宅基地住房报建许可，向具

有审批权的公职人员行贿。相关部门对涉案行贿人严肃查处，“综合运用移送

司法、纪律处分、谈话函询等多种措施强化对行贿人的处理，对通过行贿手

段获取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F这里的处理措施针

对的都是财产性利益，对行贿人违规获得的许可证应当如何处理并未明确。

 A  参见张明楷：《论刑法中的没收》，《法学家》2012 年第 3 期，第 64 页。

 B  参见吴光升：《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 页。

 C  参见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 页；应松年主编：《行

政处罚法教程》，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 页。

 D  洪家殷：《行政罚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版，第 11 页。

 E  参见王青斌：《行政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法学评论》2019 年第 6 期，第 163 页。

 F  参 见 吴 丹：《 坚 持 受 贿 行 贿 一 起 查 反 腐 败 零 容 忍 》，https://jjjc.sanya.gov.cn/
yzqjjjcsite/gzzj/202207/79679715dd504f129882c70ff 37e64e3.shtml，2026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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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行处理规则中合法性评价的片面性

刑法认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行贿罪的必备要素，为了谋取正当利益

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不构成行贿罪。A因此，刑法中的贿赂所得限

定于不当利益。那么，行政法规制的贿赂在性质上是否和刑法相同，在主观

上是否必须为了谋取不当利益？对尚未构成犯罪的贿赂行为，其所得是否均

属于不当利益？

行政法是否以谋取不当利益为贿赂行为的构成要件，尚无明确规定。有学

者认为，只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贿赂才属于行政法需要规制的行为。B该观

点似乎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一种可能的支持理由是，行政法规范明确规定对

贿赂取得的行政许可应予以撤销。据此，对当事人本应获得的正当利益，只

因采取贿赂手段就一律剥夺，有违实质正义。因此，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方法，

将贿赂所得行政利益限于不当利益，以实现违法与处置的平衡。另一种可能

的支持理由是，由于现行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处理机制主要沿袭了刑法的违

法所得处理路径，行政法对贿赂行为的合法性判断同样可以沿袭刑法的规定。

但上述观点并不恰当。其一，如果行政法只对谋取不当利益的贿赂行为

进行规制，那么对为谋取正当利益而采取的贿赂手段，不仅刑法不予禁止，

而且行政法也不加限制，这将形成制裁真空地带，变相构成对贿赂行为在一

定条件下的默许。其二，行政法对贿赂的认定不能简单照搬行贿罪的构成要

件。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量的不同，而且在质上存在

差异。C是否以谋取不当利益为要件，关键在于法益保护的内容。行贿罪保

护的法益是职权行为的公正性，D目的在于防止“将职务行为置于贿赂的影响

之下，不公正地行使裁量权”。E据此，对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在不损

害职务行为公正性的情况下，不构成行贿罪。而行政法的法益保护不限于职

 A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册，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617~1618 页；孙国祥：

《贪污贿赂犯罪研究》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58~961 页。

 B  参见袁钢：《撤销律师执业许可问题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85~86 页。

 C  参见周光权：《论刑法所固有的违法性》，《政法论坛》2021 年第 5 期，第 41 页。

 D  参见车浩：《行贿罪之“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教义学构建》，高巍主编：《贿赂犯

罪》，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38 页。

 E  ［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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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行为的公正性，还应包括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廉洁性。这是因为一旦

将不影响职务公正的收买行为排除在行政法的规制范围之外，将极大助长不

良风气的形成与蔓延。至于行政法和刑法在此问题上的衔接，还需要刑法的

实质性过滤。为了追求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公职人员财物的行为在本质上也

属于权钱交易行为，A但只有该行为导致职务公正性偏离的部分才能纳入行贿

罪的评价范围。因此，作为行政违法行为的贿赂，其主观要件不仅包括谋取

违法利益，而且包括谋取合法利益。

由于行政利益以行政活动为基础，故而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决定了行政利

益的合法性。以行政行为为例，在一般情况下，受贿赂影响做出的行政行为

要么在形式上违反法定要求，要么在实质上背离法律目的，具有明确的违法

性。但是，对行政机关本应做出的合法行政行为，当事人为了加快办事流程

或避免工作人员设卡阻挠而主动行贿，此时行政机关做出的行为就不能被简

单归入违法范畴。这类行为不仅满足各项形式合法性标准，而且其主要目的

仍是实现法律授权，收受贿赂只是次要目的。主要目的合法并充分实现的行

政行为仍具有合法性，B由此产生的行政利益应当属于合法利益。因此，即便

存在贿赂行为，也不能一概否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相应地，不能直接断定

贿赂所得行政利益全部属于违法利益。

对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现行处理机制在合法性考量上较为武断，在执行

中具体表现为一律否定并撤销。作为行政自我纠错手段，行政撤销制度的目

的在于“合法性的恢复或者合乎目的性的恢复”。C虽然通过撤销的方式纠正

违法授益行为也会对相对人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是由于相对人本就无权

获得相关利益，因此不属于对相对人的惩戒。对伴随贿赂做出的合法行政行

为和合法利益予以撤销则偏离了撤销制度对合法性或合目的性予以恢复的初

衷，具备惩戒性。

（三）现行处理规则中利益衡量的绝对化

对违法行为的撤销与纠正旨在恢复合法的行政秩序，其在具体处理过程

 A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册，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616 页。

 B  参见 Harry Woolf, Jeff rey Jowell and Andrew Le Sueur, eds., De Smith’s Judicial Review, 
London: Sweet and Maxwell, 2007, p.277。

 C  ［日］盐野宏：《行政法 I（第六版）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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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是法的安定性原则的限制。某些违法行政行为因长期

存续而与现实社会生活高度融合，若突然被撤销，将对业已形成的公共秩序

造成新的冲击与破坏。出于对公共利益和秩序的维护，行政主体不得随意撤

销或改变已经做出的行政行为。二是信赖保护原则的限制。在违法行政行为

做出后，善意相对人可能基于对该行为存续的信赖形成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

行政撤销需要考虑对合法信赖利益的保护，一种方式是严格限制撤销权的行

使，另一种方式是在撤销后对相对人予以补偿。前者通过让行政行为有效存

续，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此外，对个人信赖利益的保护

还涉及行政相对人和第三人利益关系的平衡。A

因此，是否撤销和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实际上演变为“多元价值和利益

的博弈”，B形成三方利益格局。一是公共利益。撤销的根本目的在于减少违

法行政行为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但是，撤销本身会损害现有的公共秩序，当

撤销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大于维护现存秩序保护的公共利益时，便应限制

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撤销。二是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只有相对人的信赖是正当

的，才能够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当相对人通过贿赂或其他不正当手段促成行

政行为时，其信赖便不值得保护。C 当撤销损害的善意相对人信赖利益明显

超过所欲维护的公共利益时，应对撤销予以限制。三是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随着行政法的定位从自由防御型向利害调整型转变，D国家需要对行政相对人

和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权衡协调。只有当不予撤销维护的利害关

系人利益之间的差值大于公共利益时，不予撤销才具有正当性。E

在现有的利益衡量格局中，虽然各利益主体均被纳入调整范围，但是

对相对人的利益保护仍未得到充分考虑。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以信赖保护原则

为基础，只保护善意相对人，而绝对排除恶意相对人。这种全部否定恶意相

对人利益而对违法行政行为一律撤销的做法值得商榷。恶意相对人虽然不受

 A  参见王青斌：《行政撤销权的理论证成及其法律规制》，《法学》2021 年第 10 期，

第 43~44 页。

 B  谭剑：《行政行为的撤销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4~115 页。

 C  参见［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1 页。

 D  参见王贵松：《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中国法学》2019 年第 2 期，第
92~93 页。

 E  参见王青斌：《行政撤销权的理论证成及其法律规制》，《法学》2021 年第 10 期，

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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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原则保护，但是不能忽视其“可归责性与恶性仍明显有程度之分的事

实”。A例如，在行贿人和受益相对人相对分离的情况下，虽然行政授益行

为确实因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做出，但是受益相对人并非行贿人，其恶意程度

较低甚至对贿赂行为毫不知情，此时将受益相对人绝对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

有违背实质正义之嫌。又如，在撤销时相对人正陷于生存困境，此时能否不

顾实际情况而一律剥夺违法利益？从目前的利益格局看，恶意相对人仍处于

绝对受排斥状态，未能全面考虑具体的过错程度和利益的可剥夺性，以此为

基础的利益衡量范式对相对人的利益保护仍有不足。

三、贿赂所得行政利益处理路径的修正

针对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现行处理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需要调整判断标

准，廓清处理对象，明确哪些行政利益可以进入后续的处置程序。就具体的

处理机制而言，需要修正利益衡量范式中的绝对化倾向，在个案中实现利益

衡量背后的实质正义。

（一）贿赂所得行政利益处理对象的廓清

处理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目的在于矫正违法利益、恢复合法秩序，如果

对行贿人本应获得的合法利益，只因其采取不正当手段而一律剥夺，便超出

了违法利益矫正的制度目的，进入惩戒的范畴。因此，对贿赂所得行政利益

的处理不宜简单将手段的正当性作为判断标准，还应综合考虑利益的合法

性，只有当贿赂所得属于违法利益时，才需要矫正利益的不当分配。落实到

实定法规范中，可以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款的最小幅度修正实现。以《行政许

可法》为例，可以将贿赂所得行政许可撤销条款修改为“被许可人以欺骗、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违法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通过强调对违法

利益的处理，将撤销重点回归对违法状态的矫正上，而非仅关注手段的正

当性。

在引入利益合法性这一判断要素后，只有违法的行政利益才应被处理，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谋取合法利益的贿赂行为置之不理。这些行为由于影响了

公共职务的不可收买性和廉洁性，也属于行政法的规制范围。虽然合法利益

 A  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上册，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20 年版，第 6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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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撤销或追缴，但是其采取的贿赂手段应被制裁。那么，是否可以将对合

法利益的撤销和追缴视为一种处罚呢？答案是否定的。贿赂所得合法行政利

益可能涉及财产权、教育权、职业自由等基本权利，对行政利益的全部撤销

和追缴可能构成对其基本权利的过度限制。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 9 条规定对以贿赂手段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撤销准予执业的决定，并注

销执业证书。如果对完全符合申请条件者仅为了尽快获取证书而贿赂的情形

做出撤销准予执业决定，便对申请人的职业自由构成过度干预，违反比例

原则。

我国行政法律规范对贿赂行为的惩处已有专门规定。例如，《行政许可法》

第 79 条规定对贿赂行为给予行政处罚，主要表现为罚款等；同时规定对取得

涉及公共安全、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等行政许可的，三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市场禁入措施使申请人丧失了获取许可利益的机会，具有制裁性。A这

种制裁措施具有保安处分的性质，是为了防止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犯罪人再犯

而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它以行为人的危险状态为条件，具有预防性。B“三年

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的惩戒措施就是以行为人再次实施贿赂行为的

可能性为条件，对其做出的特别预防。

综上，通过综合考虑手段违法性和利益违法性，可以廓清贿赂所得利益

处置和贿赂行为惩戒两种制度的功能。对贿赂所得的违法行政利益，应予以

撤销或纠正；而对贿赂行为，无论其谋取的是合法利益还是非法利益，都应

予以惩戒。

（二）实质正义目标下利益衡量范式的优化

利益衡量强调解决现实中的各种利益冲突。“每一个法律命令都决定着一

种利益冲突，都建立在各种对立利益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上”，C需要从中衡量

优先保护的利益。利益衡量原则不仅适用于行政行为的作成，而且适用于行

政行为的撤销。另外，相较未作成状态，行政行为的撤销还需要考虑对既成

利益格局的影响。行政机关需要在公益和私益的多重冲突之间做出平衡与取

舍，不仅要对有限的资源做出合理分配，而且需要考虑人权保障，这种利益

 A  参见王贵松：《论行政处罚的制裁性》，《法商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25 页。

 B  参见［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 1 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

版，第 51~52 页。

 C  ［德］黑克：《利益法学》，傅广宇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17~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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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原则是行政机关在实质法治国家理念下“应尽力实现的诫命”。A贿赂所

得的不当行政利益能否撤销以及如何撤销，不是全有或全无的简单判断，而

是涉及各方利益的谨慎考量。

利益衡量的关键在于将各方利益均无遗漏地纳入考量范围。现有行政撤

销制度中的利益格局看似囊括了各方利益主体，但在行政相对人利益考量方

面形成了以正当信赖为单一标准的保护范式，将通过贿赂取得行政利益的恶

意相对人完全排除在利益衡量之外。虽然对正当信赖的保护是行政撤销的主

要限制因素，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利益衡量原则是对信赖保护原则的复刻或延

伸。对信赖保护原则难以覆盖的相对人利益范围，应借由利益衡量原则加以

补充。即使对通过贿赂等手段取得的不当行政利益，也应根据实际情况酌定

考量，以最大程度尊重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利益，从而实现个案正义。

利益衡量的意义在于分析考量过程的全面性和合理性，并不存在绝对普

遍适用的判断标准或价值位阶次序。对同质利益而言，尚可通过量化比较进

行权衡取舍；对异质利益而言，则需要在利益背后体现的价值共识中进行权

衡。B例如，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生命利益大于健康利益、健康利益

大于财产利益等。这种对价值的共识排序也并非绝对，还需要在个案中根据

具体情形判断。总之，利益衡量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取舍的过程，其目的不

是非此即彼地保护何种利益、排斥哪种利益，而是将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利

益都纳入考量范围，使每种利益都得到认真对待，将利益受损程度控制在合

理范围内。C

法谚有云：“任何人都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D如果通过贿赂取

得的违法利益不能得到纠正，是否有违禁止过错获利原则？在自然法理念下，

因侵害他人而获得利益即属于不公，这一理念在民法上体现为不当得利制度，

该制度对无法律原因取得的利益进行校正。民法上的不当得利用于平衡私人

之间的利益，而公法上的不当得利用于平衡国家和个人之间非平等的利益关

系。当行政机关向相对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时，还需要考虑相对人的经济能

 A  马纬中：《应予衡量原则之研究——以行政计划为中心》，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

一般法律原则（二）》，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版，第 503 页。

 B  参见梁上上：《利益衡量论》，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7 页。

 C  参见蔡琳：《论“利益”的解析与“衡量”的展开》，《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 年第
1 期，第 146 页。

 D  孙笑侠编译：《西方法谚精选》，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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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社会状况等因素以确定相对人的返还责任与范围。A在此情形下，国家

对相对人生存照顾义务就构成了禁止过错获利原则适用的例外。

四、处理贿赂所得违法行政利益的
　　衡量因素和具体范围

（一）处理贿赂所得违法行政利益的衡量因素

行政撤销中的利益衡量需要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妥当调整公共利益、个人

利益和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其中可能涉及的衡量因素如下。

1. 过错因素衡量

即便在实施贿赂等不正当手段的情况下，相对人的主观过错也可能并非

绝对恶意，仍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在相对人被官员索贿的情形下，相

对人只有给予官员一定财物才能获得本应拥有的合法利益。在实践中，有的

公职人员在审批过程中吃拿卡要、主动索贿，“给钱我就快点办，不给钱就慢

办或有的不办”。B此时难以将相对人纳入主观恶意之列，反而应将其视为值

得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更典型的情形是贿赂行为和利益归属的相对分离。在

行贿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下，受益人并未做出不法行为。例如，

家长通过贿赂使子女获得大学录取资格，子女作为学校确认录取资格的相对

人和受益人，与具体实施贿赂行为的家长相对分离。C此时，行政相对人或

受益人的主观过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考虑。

第一，相对人本人虽然没有直接的行贿行为，但是明知他人为自己向第

三人行贿持赞同或默许态度且有所参与，此时二者具有共同的贿赂故意，应

 A  参见陈彦霖：《公法上不当得利与民法上不当得利之体系关联性——以三方法律关

系之利益受领人返还责任与范围为中心》，台湾《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021 年第 1
期，第 124 页。

 B  张冬梅：《“2000 余万元”卡了多少企业？》，《广州日报》2026 年 1 月 5 日。

 C  例如，家长向某校校长行贿，校长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其子女进入大学并转专业。

该校长在庭审中供述：“因为招考的艺术生和体育生的文化课分数较低，先将艺术

生、体育生录取到学校后，再利用校长职权，指使有关人员将学生转到其他专业。

按照正常录取的分数线，这些考生是绝对考不上所转专业的。”案发后，对子女

获取的入学资格如何处理并未提及。参见葛业锋：《一个大学校长的“生意经”》，
https://mp.weixin.qq.com/s/JRXhHf6QOMMBZK1cRXy89A，2026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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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对人和贿赂行为人视为共同贿赂。例如，在家长贿赂学校的情况下，子

女知情且参与具体环节，具有严重过错。第二，相对人对贿赂情况完全不知

情。例如，子女对家长的行贿行为一无所知，甚至认为自己本就满足学校录

取的各项条件，此时便难以直接认定子女存在主观过错。第三，相对人虽根

据实际情况能够推测可能存在行贿行为，但持观望与放任态度。例如，子女

在考试分数或能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获得学校的录取资格，虽然家长没有明

确告知其实施了行贿行为，但是子女结合自身条件和家庭内部日常沟通，可

以合理推测家长实施了行贿行为。此时，子女也存在一定过错。

可见，相对人的过错并非全有或者全无，而是呈现不同的状态。在前述

第一种情形中，相对人的过错程度最强，具有主观恶意。在第二种情形中，

相对人的过错程度最弱，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应对其信赖予以保护。在第三种

情形中，相对人虽未达到严重恶意程度，但也存在一定过错，贿赂行为人应

承担主要过错，相对人应承担次要过错。

2. 生存照顾考量

通过贿赂获得的违法行政利益本应撤销，但若撤销时行政相对人因发生

重大变故而面临生存危机，此时行政机关是否仍要撤销原来的行政决定，并

责令相对人退回相应的金钱利益？面对陷入生存困境的公民，国家需要提供

能够维持人性尊严的最低生活条件，使其克服困窘而非陷入更加艰难的境

地，这是宪法对国家提供生存照顾义务的基本要求。在此种情况下，对授益

行政行为的撤销因涉及依法行政和个人生存利益的平衡而颇显两难。一方

面，由于贿赂而实施的不当行政行为本应撤销，以恢复合法性秩序。另一方

面，个人可以请求国家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如果撤销授益行政行为，将

使相对人的生活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如果不撤销，则违法秩序难以得到

纠正。

一种可行的调和方案是，对行政行为和行权造成的事实影响结果分别处

理。前者涉及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撤销，后者涉及对相对人不当得利的返还请

求权。公法上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为了“补救不正当的财产转移”，A它

既可以是相对人向行政机关请求返还，也可以是行政机关向相对人请求返还。

当相对人不符合法定条件而通过贿赂等手段取得授益行政行为，在该行为被

 A  ［德］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 2 卷，高家伟译，

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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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后，相对人事实上获得的财产利益欠缺法律上的原因，构成公法上的不

当得利。A行政机关得以就此向相对人请求返还，但考虑到相对人的生活和

经营状况、返还能力等因素，在相对人处于生活困窘、经营濒临破产的情况

下，无论其主观过错如何，行政机关可以放弃全部或部分不当得利请求权，

免除相对人相应的返还责任。

综上，基于国家对公民的生存照顾义务，可以在撤销违法行政行为的同

时，限制行政机关行使对相对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生存照顾义务可以

作为不当得利返还责任的限制，但不构成对行政行为撤销的限制。这样不仅

可以最大程度纠正违法行为，避免面向未来的违法存续，而且能够兼顾对相

对人生存利益的保障。

3. 利益的可剥离性

在通过贿赂获得行政利益后，相对人可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开展后续的

生产经营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违法行政利益将和社会秩序高度融合，最

终呈现违法行政利益和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甚至公共利益相互交织的状态。因

此，对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追缴还需要考虑违法利益和合法利益的可剥离性。

当贿赂所得行政利益具有可剥离性时，能够较为明确地追缴全部违法所得。

行政利益的可替代性是可剥离性的表现方式之一，最典型的是财产性利益。

如果原始获得的财产性利益已经被消耗，可以通过等价替换的方式，将同等

价值的利益从相对人的合法成本和收益中剥离出来加以处理。当贿赂所得行

政利益不具有可剥离性或剥离难度较大时，可能对撤销和追缴产生一定限制。

这种不可剥离的行政利益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而且一旦撤销将不

可避免地连带损害其他合法利益。和其他合法利益的结合越紧密，违法行政

利益的可剥离性就越弱，对其进行追缴的难度也随之增加。这具体表现为以

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贿赂所得行政利益和公共利益难以剥离，一旦撤销将对

公共利益产生连带损害，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不得不限制对贿赂所得行政利

益的撤销。此时，限制撤销是从公共利益保护的角度出发，只不过客观上产

生了保护相对人利益的效果。例如，相对人通过贿赂取得建筑许可，相关住

宅已经建成且售出，如果撤销许可将损害公众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A  参见汪厚冬：《公法上不当得利探微》，《东方法学》2011 年第 5 期，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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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得不限制对该违法行政许可的撤销。A第二种情况是，贿赂所得行政利

益和个人合法利益难以剥离。一方面，贿赂所得行政利益可能与相对人的合

法成本难以分离，一旦撤销违法利益会连带损害相对人投入的其他合法成本。

另一方面，贿赂所得行政利益可能与相对人的阶段性利益难以剥离。所谓阶

段性利益，指相对人在后续相对独立的行政过程中存在的合法利益。B该情

形主要体现在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中，即相对人通过贿赂取得先行行为，

以此为基础又申请并得以推进后续行为，而先行行为的撤销可能导致后续行

为的效力归于消灭，此时相对人在后续行政行为中的合法阶段性利益便会受

到影响。例如，相对人因贿赂取得大学入学资格，并通过学习取得学历和学

位。通过审查入学申请并准予考生取得入学资格从而接受高等教育的行为就

是先行行为；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术水平进行考察和评价，并由此颁

发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就是后续行为。在此情况下，因贿赂做出的先行行为

被撤销后，后续行为便丧失了主要依据，效力也将归于消灭。不可否认，相

对人需要投入相当努力才能够获得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而学历和学位证书

的撤销将使其合法成本和阶段性利益全部受损，甚至对其后续的工作生活造

成重大影响。在违法性继承的情况下，对先行行为的撤销难以完全避免对相

对人合法成本和后续阶段性利益的损害，即违法利益和合法利益难以清晰剥

离。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违法利益和合法利益的融合将更加紧密，剥离难

度更大。

4. 撤销期间的限制与突破

为了避免行政撤销权成为“永恒的权力”，导致法律秩序长时间处于不确

定状态，撤销期间制度应运而生。撤销期间指行政撤销权的存续期间，如果

 A  《行政许可法》第 69 条第 3 款规定：“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

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与此类似的案

件。例如，在湖南省某城乡规划建设局不依法履职案中，虽然没有明确案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否存在贿赂行为，但是它在环境影响评价未申报通过的情况

下，仍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完成了部分违法项目的

建设，有的商品房已经销售完毕，涉及众多住户。如果撤销相关许可并拆除建

筑，将损害众多不知情群众的利益。法院最终没有撤销相关许可，而是采取其他

环境保护补救措施。参见《第十三批指导性案例》，https://www.spp.gov.cn/spp/
jczdal/201812/t20181225_403363.shtml，2026 年 1 月 10 日。

 B  参见成协中：《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中国图景》，《中国法学》2016 年第 3 期，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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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在此期间内不行使撤销权，该撤销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效力递减，

直至最终消灭。A虽然我国实定法还没有规定行政撤销期间，但是学界已有

讨论。B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构建了主观撤销期间和客观撤销期间相

结合的撤销制度，前者指行政机关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有 2 年

的主观撤销期间，后者指为了维护法的安定性利益，自行政行为做出之日起

设置 20 年的最长撤销期间。C主观撤销期间不仅旨在维护客观秩序，而且为

了维护相对人的正当信赖利益。由于贿赂行为人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性，其获

得的违法利益不受主观撤销期间的保护。但相关行政行为如果无限期地处于

可被撤销的风险中，也可能损害法的安定性利益，因此仍需要对贿赂所得行

政行为的撤销施加限制，此时便可适用最长撤销期间。

不可否认，对行政撤销最长期间的限制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客观上

也产生了保护相对人利益的效果。一旦超过撤销期间，相对人利益不确定的

危险状态就随之结束，这就意味着相对人获得的任何利益，无论合法还是违

法，都会被正当化。此时不能只考虑相对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还

需要考虑潜在的利益受损第三人，即考虑相对人获得的违法利益是否侵害了

其他人的合法利益。例如，相对人通过贿赂手段冒名顶替他人获得入学资格，

而且违法行为自做出到被发现的时间间隔已超过最长撤销期间。此时若适用

最长撤销期间维持现有的行政行为，将造成对第三人的严重不公，有违实质

正义。因此，最长撤销期间的适用也并非完全绝对，还需要考量对第三人利

益的保护。当第三人的基本权利受到直接侵害时，应当突破最长撤销期间的

限制。

（二）贿赂所得违法行政利益的处理范围

确定贿赂所得违法行政利益的范围，既包括对财产性利益的认定，也包

括对非财产性利益的识别。

 A  参见谭剑：《行政行为的撤销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4 页。

 B  有观点认为，行政机关应自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 1 年内行使撤销权。参见章志远：

《行政撤销权法律控制研究》，《政治与法律》2003 年第 5 期，第 22 页。还有观点

认为，行政撤销应当自撤销机关知道存在撤销原因时起 2 年内做出。参见王万华：

《中国行政程序法典试拟稿及立法理由》，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82 页。

 C  参见张航：《论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期间及其适用规则》，《现代法学》2021 年第 6
期，第 100 页。



45

论贿赂所得行政利益的处理

对通过贿赂直接获得的财产性利益，如行政机关直接授予相对人的行政

补贴等，应全部追缴。对通过贿赂间接获得的财产性利益，根据其取得方式

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需要投入劳动、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

的生产经营活动。典型如相对人通过贿赂取得资格资质或竞争优势后，投入

其他合法生产要素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并获取利益。在实践中，有的法院认为

对通过贿赂间接所得利益应当一并追缴。A然而，因资格违法而一律剥夺后

续所有的生产经营收益可能欠妥。对此，第一，可以通过因果关系确定追缴

范围。B如果没有前期通过贿赂获得的机会和条件，相对人不会获得后续的

经济利益，那么，原则上应将其间接获得的财产性利益纳入追缴范围。第二，

在追缴范围上是否扣除成本。若不符合条件而通过贿赂获得资格资质，由于

其行为整体上属于违法活动，应追缴其全部收入；若对相对人从事的是合法

生产经营活动，由于相对人只是通过贿赂获得竞争优势，存在合法成本，可

以在去除该成本的基础上，综合考量企业经营的延续性和社会效益，对相对

人获取的利润予以剥夺。C另一种情况是纯粹的资本投资活动。例如，通过

贿赂低价取得土地使用权，待时机合适又高价卖出，或者将贿赂所得用于购

买股票期货等。和生产经营过程不同，这种资本投资带有一定的风险性质，

较少甚至无须劳动、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成本投入，即便有智力投入，

也带有明显的投机色彩，法律保护的必要性不足，对此原则上应全部追缴。D

如果在投资资本中除了贿赂所得，还有合法资本的介入，可以考虑根据违法

所得所占比例对投资收益予以追缴。

对通过贿赂获得的非财产性利益的处理涉及行政撤销范围的确定。例如，

相对人在通过贿赂取得环境影响报告书后，以此为基础获得建设项目设计任

务书的审批，又在此基础上申请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那么，除了先行

行为，后续各行为是否都属于相对人通过贿赂取得的行政利益？是否应一并

撤销？此时需要判断先行行为的违法性继承和遮断。学界现有研究集中在行

 A  参见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2022）豫 0726 刑初 197 号刑事判决书。

 B  参见张文波：《行贿犯罪非法获利追缴的方法建构》，《法律适用》2025 年第 6 期，

第 71 页。

 C  参见曾庆云：《行贿犯罪不正当利益之剥夺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32 页。

 D  参见庄绪龙：《“犯罪所得投资收益”追缴的影响因素与判断规则》，《中国法学》
2019 年第 5 期，第 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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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诉讼场景下，讨论对后续行为的争讼能否重启对先行行为合法性的审查，

从而服务于后续行为的撤销。而在贿赂所得行政利益处理的场景中，要回答

的是在撤销先行行为后，是否可以继续撤销后续行为，从而确定对相对人行

政利益剥夺的范围。行政诉讼着眼为私人提供充分的权利救济，属于救济法

上的问题；而在行政撤销场景下讨论违法性继承的目的在于全面恢复合法秩

序，确定先行行为违法性的影响射程，属于实体法的问题。

在行政撤销过程中，先行行为违法性的继承和遮断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一是行政机关在组织法上的权限分配。行政机关的内部分工和各自权限较为

明确。未经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不得审查其他机关负责的事项。因此，组织

权限似乎能够遮断先行行为的违法性继承。但对此不能一概而论，还需要对

先行行为和后续行为的实质关系做分类考虑。A第一，先行行为和后续行为

之间只是在法定程序上先后联动，并无内容上的其他关联。此时先行行为的

违法性不会对后续行为产生影响，组织权限的独立能够遮断违法性继承，后

续行为不属于违法利益，不在行政撤销范围内。例如，在张某等诉县城乡规

划管理局案中，一审法院认为相关法律规范未赋予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在先

行政行为进行实质合法性审查的权力，即便在先行政行为违法，也不能以此

否定在后的规划许可证的合法性。B第二，先行行为和后续行为具有内容上

的紧密关联，而且先行行为的内容是后续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例如，在沈

某某等诉市规划委员会案中，计划部门在建设项目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程

序的情况下批准了案涉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规划部门又在此基础上颁布了

规划许可证，法院认为规划部门在做出规划许可时，应当审查建设项目是否

经过环境影响评估程序。C该案主审法院实际上认为作为先行行为的建设项

目设计任务书是规划许可证做出的要件之一。如果先行行为存在违法性瑕疵，

将构成后续行为违法与撤销的理由。第三，后续行为是对先行行为的执行。

在此情形下，两行为在内容上相较第二种情形关联更加紧密。先行行为从范

围、程序等角度对后续行为做出完整安排，后续行为是对先行行为的进一步

确认和实际执行。例如，在行政机关违法做出限期拆除决定后，依据该决定

 A  参见王贵松：《论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中国法学》2015 年第 3 期，第
101~102 页。

 B  参见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信中法行终字第 32 号行政判决书。

 C  参见《沈希贤等 182 人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纠纷案》，《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 年第 3 期，第 40~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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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就属于对先行行为的执行。A如果执行的依据违法，则

后续的执行行为当然违法。

二是相对人合法利益的保护。相对人通过贿赂取得先行行为后，还需要

投入其他合法成本才能进行后续行为，若先行行为违法导致后续行为被撤销，

可能损害其阶段性合法利益。例如，作为先行行为的入学资格被撤销后，在

后续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处理过程中，还需要根据相对人所处具体阶段考

虑其合法权益，具体如下。第一，如果相对人处于未入学或刚入学阶段，尚

未投入更多成本，此时撤销入学资格对其合法利益影响较小，则应及时撤销。

第二，如果相对人已经入学并完成了大部分学业，甚至临近毕业，此时已经

投入大量成本，是否撤销入学资格还应综合考察其学业能力是否达到录取和

毕业标准。如果相对人达到学校相关标准，可以酌情保留学籍并给予其继续

学习的机会；如果相对人未达到标准，国外对此有转学机制和学分转换机制，

可将未达到学业要求或不认真对待专业的学生转入社区大学。B我国目前缺

乏类似机制，对相对人合法利益的保护可能存在不足。第三，如果相对人已

完成学业并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说明其经过努力可以达到学校要求的

学术能力和专业水平。相对人还可能已凭借该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获得工作，

甚至在工作中已取得一定成就，即在后续行为的基础上衍生了更多阶段性利

益。对此，2017 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37 条规定对违反国家

招生规定取得入学资格或者学籍的，学校应当依法撤销已经颁发的学历证

书和学位证书；202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第 37 条进一步规定对以

非法手段取得入学资格的，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由学位授予单位撤销学

位。前者规定一律撤销，后者以此原则为基础，明确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

的法定程序，给学校留存了酌定考量的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相对人通

过贿赂取得先行行为伴随着对他人利益的直接侵害，如顶替他人取得入学资

格，此时保留其入学资格或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将造成对利害关系人的实质

不公，撤销对相对人造成的影响远不及对利害关系人正义的修复，因此，无

论相对人处于何种阶段，均应撤销其违法获得的入学资格或毕业证书、学位

 A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2 行终 1224 号行政判决书。

 B  参见 Dakin Andone,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Students Involved in the College Admissions 
Cheating Scandal? https://edition.cnn.com/2019/03/14/us/college-admission-

cheating-students/index.html, 2026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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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A

综上可见，具体确定贿赂所得行政利益处理范围的过程是对利益衡量精

神的进一步贯彻。原则上应当将所有违法利益全部撤销和追缴，但仍需要综

合考虑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保护，在个案中划定处理边界，以达成实

质正义目标。

五、结语

“受贿行贿一起查”彰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

态度和决心，目的在于纠正“重受贿、轻行贿”的实践偏差。其中，强化对

贿赂所得违法利益的处理有助于提升对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斩断行贿受贿

的利益链条，遏制腐败滋生。对贿赂所得违法行政利益的处理关键在于合理

把握尺度，审慎确定贿赂所得违法行政利益的范围，在恢复合法秩序的同时，

注重维护个人权益，以免造成新的不公。目前，对贿赂所得违法行政利益的

追缴形成了以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划分为基础的二元处理机制，但在面对

具有复合性的行政利益时，简单延续刑法路径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倾

向，在有关行政撤销的利益衡量方面尤欠周全。

对贿赂所得违法行政利益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手段违法性和利益违法性，

在甄别与排除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只对贿赂所得的违法行政利益进行处置。

在具体处理过程中，不能将行贿人利益完全排除在利益衡量范围外，而应以

实质正义为导向，综合考虑其主观过错和生存照顾需求，以及利益可剥离性

和撤销期间等因素，合理确定违法利益的具体处理范围，努力平衡各方利益，

避免对相关个体利益的不当损害。

（责任编辑：方 军）

 A  例如，在山东省聊城市冠县陈某某被冒名顶替上大学案中，山东理工大学注销了

冒名顶替者取得的学历。参见《关于聊城市冠县、东昌府区两起冒名顶替上学问

题调查处理及相关情况的通报》，https://www.sdjj.gov.cn/tongbao/shencha/202312/ 
t20231229_11690815.htm，2026 年 1 月 8 日。


